
当下，媒介之间的模仿、转换、融合已经成为

不能忽视的现象。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同

媒介之间就已存在互动关系，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种

重要现象就是文字媒介向图像媒介的转换，包括当

狭义上的文学性即文字媒介的文学性被图像媒介吸

收并呈现出来，也就意味着文学性在现实的媒介环

境中迁徙、流转、扩散的“旅途”开始了。

赵宪章把图像对文字的模仿称为“顺势”，认

为文字是广阔的、无限的，具有崇实性，肯定了图

像媒介模仿文字媒介的行为的价值。①龙迪勇也认

为，从历史来看，包括言语和文字在内的语词叙事

往往会成为图像叙事模仿的范本。②通过中国现代

文学中的媒介转换现象，我们能够看到文字媒介、

图像媒介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合作与竞争的历史态

势。

一 从文学作品到书籍封面

近代以来，随着出版技术的发展和出版风尚的

变化，图像媒介更广泛、深入地介入书籍的出版过

程，书籍封面设计也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不少

新文学作家重视图像媒介以及封面设计的启蒙功

用，甚至身体力行地参与其中。

鲁迅一直非常重视书籍的装帧。陶元庆设计的

从文学到图像：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媒介转换现象

◎齐童巍 龙迪勇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书籍的封面设计，以及文学作品的连环画改编、电影改编

等现象中，都能够看到文字媒介向图像媒介的转换。对新文学作家而言，书籍封面的设计，

既是为了体现书籍内容和作家创作意图，也是传递启蒙思想的途径之一。部分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在当时就被改编成了连环画，后者既是对文学经典性的阐释，又参与了文学作品经典化

进程。随着中国现代电影艺术的发展，文学创作内化于电影制作流程，也呼应了电影从无声

片进入有声片所带来的媒介特性的改变。

关键词：现代文学史；图像；媒介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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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集《坟》的封面，既契合文集的题目“坟”，

也呼应了鲁迅出版文集时回顾自己人生经历的心

境：“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

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

眷恋，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一种取巧

的掩饰。”③消沉与积极的心态，混杂在他的这篇自

述里。虽然人生终点注定是坟，但是此时毕竟离终

点尚远，消极的情绪也被活着的气息冲淡了。

《坟》的封面上，浅色和深色的混杂妥帖地体现出

了集中所收杂文激进与温情并存的文本面貌。孙福

熙所作的《野草》封面，以绿色为底色，在晦暗的

整体气氛中，暗含着大地所蕴涵的勃勃生机。陶元

庆所设计的《彷徨》封面，质量上乘，古朴的风格

契合了鲁迅在书的扉页上所引用的屈原诗句。遒劲

有力的人物形象，将读者的思绪引向遥远的先民们

的求索生活。图中人物无表情细节的脸部，更是与

《彷徨》中的人物迷惘而不知何处所往的精神状态

呼应。

出于对封面设计者及其劳动成果的尊重，鲁迅

的著作一般会在扉页清晰标注封面画的作者。为了

达到更理想的画面效果，鲁迅不厌其烦地与出版机

构反复沟通封面设计的细节问题。在留存下来的鲁

迅书信中，仍能看到这一往来沟通的过程。在鲁迅

致李霁野信中就写道：“《小约翰》封面铜板已做

好，已托北新代寄，大约数日后可到。今将标本寄

上，纸用黄色，图用紫色。孙春台病已愈，《朝花

夕拾》封面已将开始绘画。书之第一页后可以印上

‘孙福熙作书面’字样了。”④无论选图、用色、纸

张还是人选、进度，鲁迅无不亲自过问。扉页标注

绘画者的姓名，也是鲁迅本人主张并亲自安排的。

《野草》初版出版后，鲁迅对封面上所标的作者名

字“鲁迅先生”不满意，“令其改正”“须改正本

出，才以赠人”⑤。可以看到，对于封面和书籍装

帧的细节，鲁迅的态度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深度

参与封面设计、制作的全过程，力求封面设计的每

一个细节都能吻合作品内容及作家设想。

在文学文本创作完成之后，如何通过书籍的封

面设计来呼应、强化文字文本的表达效果，也是众

多新文学作家共同的追求。徐志摩散文集《巴黎的

鳞爪》由闻一多设计封面，显现着中西交融的风格

和自我节制的意图。封面上大面积的黑色，似乎显

示了中国人对西方大城市中光怪陆离的景象的态

度：有所见闻，但又不敢涉入太深；有直观体会，

但无法完全融入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所以才自谦为

只是识得一鳞半爪。浮于图像最上层的、离观看者

最近同时也许离作者内心最近的，是刻板的汉字，

还有体现中国人签字文化的图章状的作者署名。

《骂人的艺术》初版时，梁实秋署名“秋郎”，并认

为书中“没有‘文学’，没有‘艺术’，也没有‘同

情’，也没有‘爱’，更没有‘美’。里面有的，只是

‘闲话’，‘絮语’，‘怨怒’，‘讥讽’，‘丑陋’，和各式

各样的‘笑声’”。⑥闻一多绘制的封面，在光亮处

设置了一个举着武器的小丑一样的人物，被周围笼

罩的黑色所包围。小丑回过头来，有点茫然而不知

所措。也许封面上小丑的举动正吻合梁实秋区隔美

的追求与散文创作的隐晦心态。在单行本出版时不

署真名而署“秋郎”亦是这种心态的体现。

封面设计虽然与文字处于同一本书中，文字却

先于图像而存在，亦是书成其为书的基础。出色的

封面图像，反映了设计者对整本书的氛围、对作者

创作意图的体会和理解，将读者带入理解作品、理

解作者的情境中。这些新文化先行者的著作的封面

设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学中心主义的限制，体

现了“文学革命”与“美术革命”合奏的时代特

征，让封面设计成为了传递启蒙思想的途径之一。

二 从文学作品到连环画

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存在着子恺漫画、叶浅予

的《王先生和小陈》系列、张乐平的《三毛》系列

等最初就以图文一体面貌出现的原创作品。⑦此

外，一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被改编成了连环画。

与前者相比，文学作品的连环画改编更为明显地体

现了从文字媒介向图像媒介转换的特征。

在现代中国，连环画与市场关系非常密切。中

国现代文学作品与连环画的结合，体现了文学追求

与市场逻辑之间的较量。当时的小出版商普遍压榨

绘画者，竭力压低其劳动所得，阻碍其与其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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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作，甚至限制绘画者人身自由。在竞相逐利的

背景下，与《火烧红莲寺》等电影作品形成互动的

连环画大行其道，常常是粗制滥造却风行一时。鲁

迅看到了连环画的传播优势，也看到了当时连环画

创作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有意识地组织出版了比利

时画家麦绥莱勒的《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

求》《我的忏悔》《没有字的故事》等具有左翼色彩

的连环画作品，并撰文参与相关的论争，希冀“现

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

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

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

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⑧鲁迅还

曾设想根据中国读者阅读习惯和需求组织连环画创

作，并委托赵家璧寻找绘画者、出版商合作，但是

最终却发现此路不通。当时上海的连环画绘画者都

被出版商变相长期“劫持”，出版商则只愿意出版

迎合低级趣味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因此鲁迅的计划

只能作罢。⑨随着左翼力量的介入，才将一部分绘

画者组织起来，抵抗唯利是图的小出版商，创作出

版了一些品质优良的连环画作品。如在左翼的影响

下，根据左翼组织提供的文字文本，赵宏本相继创

作了《雷雨》《日出》等连环画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连环画改编中，根据鲁

迅小说改编的连环图画，数量是比较多的。有研究

统计，仅就《阿Q正传》一部小说而言，从小说诞生

至1949年，共有9个版本的图像改编。⑩在这些阿Q
图像中，用木刻版画来改编的有刘岘（20幅）、刘

建庵（50幅）、丁聪（25幅）等。图像数量最少的

是蒋兆和、史铁尔，均为1幅。数量最多的是丰子

恺，其创作的《漫画阿Q正传》含图像53幅。虽然

上述图像的风格特征各不相同，但创作者都是用图

像来描摹自己所理解的阿Q形象。由于文学作品只

能通过文字描摹人物形象，所以人物图像不是唯一

的，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形象，文

学图像的创作就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读者也会去比

较绘画者所描绘的阿Q是否符合自己阅读小说文本

时所感知到的人物形象。在这一点上，《阿 Q正

传》题材连环画与子恺漫画等从创作时就以图文一

体面貌出现的作品相比，无论在文学性的来源还是

在文字媒介和图像媒介的关系上，都是有所差异

的。

在这些阿Q题材的连环画中，丁聪的《阿Q正

传插画》创作于抗战时期，出版于 1946年，是中

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晚出版的以阿Q为题材的连环画

之一，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在为《阿Q正传插

画》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吴祖光回忆，丁聪绘制

《阿Q正传》插画之前，自己曾经向丁聪提了两个

问题，一是，如果只选择一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画

连环画，为什么就是《阿Q正传》而不是其他小

说；二是，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以《阿Q正传》为

题材的连环画，丁聪还要再画一本。再次读了《阿

Q正传》小说，并研读了当时已经面世的《阿Q正

传》图像之后，吴祖光赞同了丁聪创作《阿Q正

传》的连环画的想法。吴祖光的记述，一方面说

明《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性、经典

性，足够支撑起重复性的选择。同时我们也能够看

到，艺术家们对于文学作品图像改编所持的精益求

精态度，总是希望在既有图像改编的基础上，推陈

出新、有所突破。丁聪《阿Q正传插画》的文学图

像改编也的确是严肃的、到位的、成功的。

《阿 Q 正传插画》 选取了小说中一些关键情

节，且着重选择描写人物对话及动作的片段，如阿

Q挨打、捉虱子、大呼造反、画圈，赵太爷训斥阿

Q，吴妈逃离厨房，路上的女人躲避阿Q等等。全

书竖排文字，右侧是文字，左侧是相应的图像，呼

应了中国古代“左图右史”的传统。每一幅图像都

表现了一个精心设计观察角度的场景，前后呼应，

气韵相通。各幅画要渲染的重点、所选取的视角，

又都各不相同。开篇扉页性质的图像，是全书唯一

一幅带有标准像特征的图像。在正文图像中，阿Q
并非一直占据画面的中心，也没有全部用正面特写

来表现主人公形象，相反创作者用侧影、背影甚至

头顶的特写，来表现阿Q的神态。少数正面的阿Q
形象，有的处于闭锁空间的黑黢黢的光影之中，如

阿Q骚扰吴妈后关禁闭的场面，只见黑暗笼罩，而

无法看清阿Q的表情、神态；有的只见头顶，如阿

Q面对众人的嘲讽、怒目而视的表情。通过阿Q形

象及周围环境的变形，丁聪的《阿Q正传插画》带

从文学到图像：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媒介转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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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读者荒诞、冷峻的艺术体验。那变幻而又蔓延的

黑色，又让人觉得天地之间是一个无边无际的牢

笼，令人无法逃脱。

《阿Q正传插画》的图像所表现的内容，没有

超出文学原作内容的限定。丁聪的创作让我们看

到了绘画者对小说文学性的尊重和理解。在让小说

的情节变得形象化、直观化的同时，并没有使阿Q
的形象和小说的情节庸俗化，仍然具有饱满的社会

批判力度，既是对文学经典性的阐释，又参与了文

学作品经典化进程。这也许正是丁聪在抗战的艰难

岁月里，坚持创作《阿Q正传》连环画的原因，也

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创作态度严肃的图文互动值得

尊敬和关注的原因。

三 从文学作品到电影

20世纪初，电影艺术被引入中国。中国电影事

业初创之时，中国古代的文学、文化资源是电影制

作者们首先借用的。谭鑫培的《定军山》、梅兰芳

的《春香闹学》《天女散花》等影片，依托的就是

既有的传统戏曲底本。随后出现的《庄子试妻》

《清虚梦》《梁祝痛史》等电影作品，亦是根据中国

古代文学、文化资源改编的。毛凌滢认为，“叙事

性是连接小说与影视剧的坚固桥梁，是从文字叙事

向影像叙事转换得以实现的主要基础。”中国现代

电影与文学、文化资源的连接点，正是叙事性、文

学性。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影，迫切需要借势本已

成熟且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文艺形式来创造立足的

机会。这些成熟的文艺形式构成了这时作为新兴媒

体的电影的模仿“范本”。从作品、作家被引入电

影制作过程到中国电影艺术水平的提升，其间也有

一个历史发展过程。

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以及电影被更多观众熟悉

和接受，当时的中国电影人开始呼应观众的需求，

使用现实素材拍摄电影。其中既有关于社会问题的

电影，如《难夫难妻》《黑籍冤魂》《海誓》《孤儿

救祖记》《最后之良心》等等，还有一些以“滑

稽”取“宠”的电影。郑正秋、张石川、周剑云等

中国早期电影人，尽可能地平衡文化理想和市场需

求之间的关系，在对现实生活的或庄或谐的表现

中，推动电影艺术的发展。但是，由于编剧、导演

队伍人数有限，无法满足较大规模的电影脚本的编

写需求、同时观众也对电影的文学品位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以社会问题为题材、

符合普罗大众的欣赏口味和价值观念，作为文学作

品已经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具备畅销潜质的鸳鸯蝴

蝶派文学作品，引起了电影公司的注意，成为最早

被改编成电影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电影公司也邀

请鸳鸯蝴蝶派作家参与电影编剧。程季华、李少

白、邢祖文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就指出，“从

1921年到 1931年这一时期内，中国各影片公司拍

摄了共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

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的，影片的内容也多为鸳鸯蝴

蝶派文学的翻版”。从实际情形来看，鸳鸯蝴蝶

派作家从创作小说到编写电影剧本，面对作品形态

和身份的变化，作家的态度也是从颇感意外到逐渐

适应。汤哲声将这一大趋势称为“中国第一次语言

艺术与电声表演综合艺术的融合”。这一时期，

陆续出现了《空谷兰》《玉梨魂》《啼笑因缘》等改

编自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的电影。

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原本有着良

好的基础。首先，《啼笑因缘》作为文学作品是畅

销的。在电影的商业运作中，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

被选中，电影公司看中的就是这些作品的人气。

《啼笑因缘》连载之初，就因其对北平风情的表现

而吸引了大批城市读者。电影公司希望借助小说的

社会影响，通过将其改编成电影，获取可观的商业

回报。因此，在电影改编过程中，还出现了明星电

影公司、大华电影社的版权之争。其次，小说文本

《啼笑因缘》本身就具有“电影化”的元素，为电

影改编打下了基础。《啼笑因缘》出版方负责人严

独鹤提到：“近来谈电影者，都讲究‘小动

作’……小说中也最好少写‘说话’而多写‘动

作’，尤其是‘小动作’”。他提到凤喜缠手帕与数

砖走路、秀姑修指甲、樊家树两次跌交、何丽娜掩

窗帘、樊家树以手指抡菊花干等独具韵味的人物动

作，并认为“恨水先生，素有电影癖，我想他这种

作法，也许有几分电影化”。这些文本细节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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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图像文化对当时文学创作的深度影响，作品文

字包含视觉场面的描写也成为鸳鸯蝴蝶派文学作品

被改编为电影的原因之一。

虽然有良好的改编基础，但是，在版权纷争等

社会氛围的影响下，再加上剧情被稀释到了六部电

影，电影成片的表现效果也不出彩，影片最终的社

会反响并不理想。从文字媒介到图像媒介的转换过

程来看，影片《啼笑因缘》的失败，也是有原因

的，那就是编剧和导演没有根据电影的特征来裁剪

小说内容，而是将大量的内容直接以添加无声片字

幕的方式搬上了银幕。刘呐鸥就认为《啼笑因缘》

二集没有适应电影尤其是当时无声片的表现形式的

要求，非常反感影片过多地使用字幕进行说明：

“文学可不用到影戏院里去看这 40%的字幕之外再

加上了48%的摄着讲着话的半身像之后。”这也体

现出尽管电影公司试图在畅销小说与电影作品之间

架起桥梁，并请作家亲任电影编剧，但是由于文学

表达的诉求和无声片的表现能力之间存在不小的落

差，因此实际的影片效果反不如文学原作。

这种现象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火烧红莲寺》系

列电影中，也有所体现。武侠小说为《火烧红莲

寺》等武侠电影的兴起提供了文学“引子”，但是

也存在着一个由优向劣的转化过程。当《火烧红莲

寺》一部接着一部密集上映，从文学作品所提供的

起点无限地衍生出去，离文学性和现实性越来越

远，逐渐演变成光怪陆离、刺激感官的“奇观”

时，终以被电影主管当局禁止上映收场。

随着中国现代电影制作者的艺术品位不断提

升，电影艺术也在不断地发展。王平陵在当时就呼

吁：“假使中国的电影工作者要希望国产影片能够

夺取大部分的观众的话。今后的电影，万不能再与

文学判若两途了，应该与文学发生极亲昵的关系才

好。”不仅那些为中国电影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早期

电影工作者在创作中自觉地转型和提升以摆脱落后

价值观念的束缚，更多的新文学作家如洪深、夏

衍、田汉、阳翰笙、欧阳予倩、史东山、蔡楚生、

郑君里、张爱玲、柯灵、陈白尘、于伶等陆续进入

电影编剧行列，深度地介入电影剧本创作。这一过

程从 1930年代持续到 1940年代，经过这一历史阶

段的探索和实践，电影脚本的创作经验已经较为成

熟，文学性深度融入电影的艺术性之中。

历史地看，文学创作内化于电影制作流程的过

程也呼应了电影从无声片进入有声片所带来的媒介

特性的改变。巴拉兹在《电影美学》中认为“无声

片的编剧很少是优秀的作家……优秀演员用面部表

情构成的对白常常要比当时最优秀的电影剧作家所

写的对白更富有表现力、更深刻、更动人……但当

这些优秀的无声演员真的开始说话的时候……现在

来向我们讲话的已不是那些使用手和眼睛的语言的

优秀的艺术家，而是电影剧作家了！”在看到作家

们努力提升电影剧本的文学性的同时，应该承认有

声片为作家们的剧本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让文学性通过演员的台词和表演有了更多的表达可

能性，让文学性不再局限于演员面部表情的暗示而

能够被观众更好地理解和接受。

这一阶段，欧阳予倩的《天涯歌女》，蔡楚生

《渔光曲》，蔡楚生、郑君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

电影，都涉及女性命运的表现。和之前改编自鸳鸯

蝴蝶派作品的早期电影不同，这个阶段的电影在大

的时代背景下，在对社会更深刻、宏观的认识中去

展现女性命运及其社会历史根源。早期电影里控诉

社会不公后，往往会回归传统剧情，歌颂青天大老

爷、女性依旧依附于男性。但是，这个阶段的电影

逐渐突破了观念和情节上的局囿，女主角对当时的

社会和男性不再简单地抱有信任和期待，描绘了更

复杂、广阔、细微的社会面貌，并更为彻底地反思

社会问题。

随后，在中国现代文学走向尾声时，又出现了

张爱玲的《不了情》《太太万岁》，以及李天济《小

城之春》等影片，作家同样直接介入电影脚本的创

作。如同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巴金从《家》式的大

声疾呼的呐喊复归“憩园”、面临“寒夜”，这一时

期的影片《太太万岁》《小城之春》里，角色们同

样需要面对无法逃脱的、长久的、稳定的家庭结

构、社会结构。当我们用新文学起源时的命题，来

看此时电影与文学里共同出现的这一景观，我们也

许可以说“人的文学”的命题已经得到了很好地实

现，因为作家发现了民族情感的深层结构。但从

从文学到图像：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媒介转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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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学”应该为读者指出明确方向的角度来

看，也许任务仍未完成，有待继续努力。

结 语

在书籍的封面设计中，在文学作品的连环画改

编、电影改编等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图像创作者

们对文学性的追求和启蒙性的坚守。同时，还应该

看到，随着更多优秀作家越来越深地介入现代电影

创作，随着文字媒介和图像媒介的转换过程，文学

性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电影制作的内在“装置”，

中国现代电影的艺术水准由此不断提升。这是一个

良性的循环上升的过程。而对文学性、启蒙性的严

肃追求，则贯穿了“新文化”发展中不同媒介之间

的互动历程。正是在此基础上，文字媒介、图像媒

介才联手“合奏”出新文化历史进程中的响亮的

“音符”，至今仍回响在我们的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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